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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评估公共政策？
———政策评估中的反事实框架及匹配方法的应用

刘玮辰　 郭俊华　 史冬波

摘要：公共决策科学化依赖于科学的公共政策评估。随着国外公共政策评
估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旨在评估政策因果效应的因果推断方法，国内公共政策学
者也开始进行初步尝试，但是如何有效选择和运用因果推断方法开展政策评估
研究仍有待系统梳理。本文介绍了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反事实框架，精确定义
了公共政策的因果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匹配方法总结为距离测算与配对
两个步骤，并详细阐述了协变量匹配、粗糙完全匹配、马氏距离匹配、倾向值
匹配和熵平衡匹配的原理，比较了不同方法的优势与劣势。结合公共政策评估
的前沿实证研究，本文介绍了如何具体运用匹配方法进行政策评估研究。本文
还探讨了应用匹配方法的注意事项，包括匹配方法的适用性、匹配与回归的关
系、匹配方法对样本数量的要求及是否允许放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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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从事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当前，我国政
府绩效管理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方政策评估，这为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提供了“用
武之地”，相关研究数量迅速增长。在ＣＮＫＩ数据库，以“政策评估”为关键词
的研究论文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４４篇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３８篇。对于从事公共政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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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个混乱的时代。研究领域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普遍存
在的研究方法不规范、不科学的问题，这导致了相关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缺少共识，
在研究结论上缺少稳健性，低水平评估的学术成果屡见不鲜（陈光、方新，２０１４）。

国际上主流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一直存在着强调技术中立的实证主义取向
与强调多元价值的规范主义取向的方法论之争（高雪莲，２００９）。前者将公共政
策评估视作一个技术问题，旨在分析公共政策是否达成了其预定目标；而后者
则认为公共政策评估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考虑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政
治影响。两种方法论的争论实际上只是强调了公共政策评估的不同阶段，而我
国方法论的迷思在于还未完成技术性阶段便直接跳到了“价值多元”的争论当
中。因此，我国政策评估研究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向实证主义（和经纬，２００８）。

实证主义取向的政策评估研究的核心在于厘清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政策
评估的目的是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设计，判断某项政策实施先后的效果差异，
只有正确分离出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才能科学地指导后续政策调整。遗憾的
是，对于“因果效应”的关切，在我们走向实证主义政策评估研究的过程中却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诚然，我国的政策评估研究已经从规范性的辩论逐渐发
展为更加依赖客观数据与实证经验的定量评估。然而，现有的政策评估研究中，
仍然有相当比例的研究仅仅满足于通过设计指标体系来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
在评估伊始便难言其具有科学性。即使部分研究开始使用回归分析等方法来试
图分析政策效应的因果效应，但是其方法使用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如
果方法使用不当，公共政策评估的结果不仅会错误估计政策效应的强度，甚至
会错误估计政策效应的方向，从而误导公共政策制定。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其一，公共政策因果效应的定义不够清晰，
已有的研究比较欠缺。缺乏对因果效应的统一认识，自然在研究实践上存在诸
多不当。其二，国内公共政策学界对于如何估计因果效应，以及各种方法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缺乏深入了解。其三，尽管部分学者已经在研究实践中开始尝试
使用一些估计方法，但是对于该方法的原理以及适用范围存在误解，造成了使
用不当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本文来回应上述三个问题，以探讨并
构建我国的公共政策因果效应评估方法论体系（如图１所示）。本文将主要探讨
上文提及的前两个问题，并以匹配方法为例回应第三个问题。本文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梳理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方法论的变迁过程；第三部分将通过“反事
实”理论来定义因果关系；第四部分将指出因果估计的核心问题是消除选择性
偏误，并将因果估计的方法做了分类比较；第五部分综述了最常用的匹配方法
的原理和应用；第六部分讨论匹配方法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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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变迁

本文对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７年发表在国际和国内公共管理领域高水平期刊①的论文
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我们将搜集到的公共管理论文按照图２进行分类，发
现英文论文３１３０篇，中文论文７３１４篇。在英文论文中，共有１１７０篇规范研
究，１９６０篇实证研究，其中定性研究论文５９５篇，定量研究论文１３６５篇。在中
文论文中，共５９３４篇规范研究，１３８０篇实证研究，其中定性研究论文６６６篇，
定量研究论文７１４篇。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年份的趋势分析，发现从２００２年到
２０１７年，中英文实证论文的数量和比重均逐年增加。英文实证论文的比重从
５０％增加到７５％以上，中文实证论文的比重从５％上升到３０％左右。由此可见，
实证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公共管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而国内公共管
理学术研究的实证化程度仍然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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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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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公共管理论文分类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我们对实证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细分，发现英文论文中相关性分析
所占比重最高，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７年占所有实证论文的比重从３０％上升至
５０％，其次是单案例研究，在多年份的使用占比仅次于相关性分析。从数据可
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学者对于因果机制的关切。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７
年，因果研究的比重从个位数逐渐上升到２０％以上（如图３所示）。在中文论
文中，单案例研究和相关性研究论文数量最多，但单案例研究的比重在逐渐下
降，从２００２年近７０％下降到２０１７年３０％左右。而相关性研究的比重在逐渐增
加，在２０１７年已成为实证研究中占比最多的方法。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学者逐
步开始关心因果研究，但相比英文论文，因果分析的研究增加缓慢，增量较小
（如图４所示）。

为了进一步分析因果关系方法的变化，本文对因果分析方法进行细分，从
表１可以看到中文论文和英文论文的差距。共有２２１篇论文使用了因果分析的
相关方法，其中，中文论文２４篇，英文论文１９７篇。从中文论文来看，在公共
管理领域，每年使用因果方法的数量仅为个位数，大部分研究都使用了工具变
量和匹配的方法，也有少量的实验和双重差分方法，方法逐步多样化并且每种
方法有增长趋势。从英文论文来看，因果分析的使用已有一定基础，各种方法
都稳步发展并有所涉及，其中，实验和双重差分数量增长较快，工具变量和匹
配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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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公共管理领域主要英文期刊中因果推断方法的衍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４　 公共管理领域主要中文期刊中因果推断方法的衍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　 因果推断中具体方法的运用频次
中文论文 英文论文

匹配 ７ ２２

双重差分 １ ３６
工具变量 ９ ２７
断点回归 ０ ９
实验 ７ １０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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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国际论文使用因果分析的方法已经有一定基础。而国
内公共管理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和国际论文存在较大差异，国内论文对因果机制
的关切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因果推断方法的应用尤其欠
缺。因此，急需完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尤其需要对因果机制框架和相关方法
进行比较分析。

三、反事实理论与公共政策因果效应

完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首先要精准定义公共政策的因果效应（Ｍｏｒｇａｎ ＆
Ｗｉ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５；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Ｒｕｂｉｎ，１９９７）。公共政策可以看成
是对其作用对象的一种干预，政策评估便是研究这种干预对于其作用对象的影
响。实际上，自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５１）提出实验设计方法以来，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
界对于因果推断的研究已经日臻成熟，Ｒｕｂｉｎ （１９７３）、Ａｎｇｒｉｓｔ （１９９８）等学者
在反事实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严密的因果推断方法论体系。起初，作为对自然
科学的回应，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实验法逐渐受到认可（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２）。随着实验方法在时间成本、道德考量等方面的局限，实证研究
中基于实验数据的自然实验得到经济学家的推崇（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０１；
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５）。自然实验可以说是因果推断模型中的黄金原则，也被称为随机
试验，具体指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处理组或者对照组，分配过程与实验参
与者的特征无关。但是，由于其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随机分配，研究
者往往会寻找自然发生的实验或者基于现有的观察数据来构造实验条件。那么，
如何利用非随机的观测数据进行统计推断？此时，因果推断就成了一个难题，
基于观测数据进行一系列准实验，包括工具变量、双重差分、匹配法、断点回
归等也由此应运而生。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７３）首次在理论上给出了正式阐述，匹配法的应用理论发展也始
于此。其中Ｒｕｂｉｎ （１９７４）以及Ｃｏｃｈｒａｎ和Ｒｕｂｉｎ （１９７３）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他们关注了单个协变量的情形下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问题。随后，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开创性地提出了倾向值匹配的方法，通过倾向值这
一维度变量进行匹配以减轻协变量匹配对数据以及计算上的要求。近年来很多
文献将匹配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评估思路，并通过实证研究
表明这种方法上的结合有助于得到更为精确的匹配估计结果（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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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差分（ＤＩＤ）在公共管理领域已有小规模的运用，其中重要的应用在于
研究政策实施前后的效果评估，通过自然形成的对照组来代替其本身存在的时
间趋势，进而进行因果关系的估计。Ｈｅｃｋｍａｎ等学者（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Ｒｏｂｂ，１９８５；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Ｒｏｂｂ，１９８６）最早提出使用ＤＩＤ方法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实施效应进
行评估，此后对ＤＩＤ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层出不穷（Ｃａｒｄ，１９９０；Ｃａｒｄ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００；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Ｄｏｎｏｈｕｅ ＆ Ｗｏｌｆｅｒｓ，２００５）。值得注意的是，
双重差分相较于其他的自然实验设计，能够通过差分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
变量问题。

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的方法也得到实证研究者的重视和运用（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Ｋｅ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然而，有学者针对工具变量的选取准则、弱工具变量问
题、工具变量的效率问题等提出了质疑（Ｂｏ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此后，有关工
具变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寻找最优的工具变量上（Ｃａｎａｙ，２０１０；Ｏｋｕｉ，
２００９）。

断点回归作为一种准实验设计，其主要思想是如果政策在一个关于个人背
景的连续变量（例如考试成绩、家庭人均收入等）上设定一个临界值，使得临
界值一侧的个体接受政策干预，而在临界值另一侧的个体不接受干预，则在临
界值附近就构成了一个准实验。Ｌｅｍｉｅｕｘ和Ｍｉｌｌｉｇａｎ （２００８）在关于社会救助与
失业率的研究中提供了断点回归的一个经典研究。Ｈａｈｎ等人（２００１）为断点回
归的模型识别和模型估计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证明，并提出了相应的估计
方法，自此断点回归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才逐渐盛行。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迄今为止，基于因果推断的政策评估研究成果还主要
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涉及得多的是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
社会政策。国外的政策效应评估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从无到有，
再到逐渐成熟的巨大发展。然而受传统政治学取向以及政策科学本身特性的影
响，我国政策评估研究仍以定性方法居多，忽视了定量方法的运用，对于因果
推断的重视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与日益增长的政策效应评估需求显得极不平衡。
并且，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个领域或具体的分析方法，对于整个公共政策
的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仍付之阙如。因此，通过反事实框架对政策的效应进行评
估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从实证角度都有待发展。在
表２中，我们罗列了在因果推断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工作。接下来，我们将
利用反事实理论定义公共政策的因果效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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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因果推断理论发展代表文献

代表学者 主要贡献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５１） 最早提出用实验设计的方法来评估因果效应

Ｃｏｃｈｒａｎ ＆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７３）；Ｒｕｂｉｎ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如何利用观测数据进行统计推断以达
到和随机试验相近的效果。早期研究匹配法的代表文献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提出条件独立假设与倾向值匹配法，并证明倾向得分定
理，为后续倾向值匹配的理论与应用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Ｔｈｅｉｌ （１９５３） 首次将工具变量用于处理选择性偏误
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０１） 梳理了工具变量方法的发展历史
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９６０）；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１９６３） 首次提出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处理效应

Ｃｏｏｋ （２００８） 梳理了断点回归的发展历史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１９７９） 提出选择偏差并将选择偏差引入模型建立估计，从而修
正偏差

Ｌａｌｏｎｄｅ （１９８６） 用实验数据作为基准评价了非实验数据估计方法的优
劣，其数据被广泛用于后续不同方法效果的比较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７２） 断点回归设计首次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出

Ｍｏｆｆｉｔｔ （１９９１）； Ｃａｒｄ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４）；Ｅｉｓｓａ （１９９６）

发展双重差分方法，并使用ＤＩＤ方法对社会公共政策的
实施效应进行评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反事实理论（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是定义公共政策因果效应的基本框架。不失一
般性，我们从最简单的政策情形出发，即一项不存在个体差异的政策干预，其
干预方式对于所有被干预对象都是同质化的。当政策执行时，其作用对象总体
就被该政策分为两组：其中受到政策干预的被称为处理组（ｔｒｅ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未受
政策干预的被称为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假设我们关心政策干预对其作用对象
某种特征的影响，这里的特征可以用Ｙ来观测。此时，公共政策的因果效应便
是比较处理组的特征和假定其未受到政策干预的特征的差异（后面将其定义为
基于处理组的政策效应），或者比较假定对照组受到了政策干预的特征与其实际
特征的差异（如图５所示）。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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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能帮助我们精确阐述上文的思想。假定用Ｄ来表示政策干预，对
于任何个体ｉ，当Ｄｉ ＝ １时，表示个体ｉ受政策的干预；反之，当Ｄｉ ＝ ０时则表
示个体不受政策干预。若用Ｙｉ表示个体ｉ特征（即政策的潜在结果），那么，Ｙｉ
有两种可能，分别表示受到政策干预与未受政策干预的特征，即

Ｙｉ ＝
Ｙ（１，ｉ），当Ｄｉ ＝ １时
Ｙ（０，ｉ），当Ｄｉ ＝ ０{ 时

上式可简化为：
Ｙｉ ＝ （１ － Ｄｉ）Ｙ（０，ｉ）＋ Ｄｉ Ｙ（１，ｉ）

此时，对于个体ｉ，政策Ｄ的因果效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被定义为：
τ ＝ Ｙ（１，ｉ）－ Ｙ（０，ｉ）

但是，对于任何个体ｉ而言，Ｙ（０，ｉ）与Ｙ（１，ｉ）是不可能被同时观测到的。对于
处理组Ｙ（０，ｉ）无法观测，对于对照组则无法观测到Ｙ（１，ｉ），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组
“反事实”，这便是反事实理论名称的来源。

图５　 公共政策因果效应的定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实际上，反事实理论已经被普遍应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社会科学的
核心任务就是解释（刘骥等，２０１１），因果机制方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对社会
现象进行准确地描述，也可以解释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其程序规范、严格，
可信度高，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表３列举了近年来发表
在国际期刊的反事实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代表性的应用。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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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近年来国际公共管理顶级期刊因果推断的代表文献
文献 方法

Ｈｅｒｂｓｔ ＆ Ｔｅｋｉｎ （２０１６）；Ｈｏｎｇ （２０１６）；Ｂｕｃｋｌｅｓ ＆ Ｇｕｌｄｉ （２０１７）；Ｊｉｍｅｎｅｚ
（２０１７）； Ａｍｕｅｄｏ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 ＡｒｅｎａｓＡｒｒｏｙｏ （２０１９）； Ｂ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１９）

工具变量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５）；Ａｕｔｉｏ ＆ Ｒａｎｎｉｋｋｏ （２０１６）；Ｈｏｌｔ （２０１９）；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
Ｂｅ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８）；Ｒｏｓｈｏｌ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匹配法

Ｄｅｅ ＆ Ｗｙｃｋｏｆｆ （２０１５）；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Ｃｉｍｐｉａｎ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６）；Ｅ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Ｍｙ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断点回归

Ｂｅｒｔ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Ｋａｅｓ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Ｃｒｄｅｎａｓ ＆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ｄｅ ｌａ
Ｃｒｕｚ （２０１７）；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Ｊｏ ＆ 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２０１９） ＤＩＤ

Ｏｌｓｅｎ （２０１５）；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Ｈｊｏｒｔｓｋｏｖ （２０１６）；Ｈｊｏｒｔｓｋｏｖ （２０１７）；Ｃｈ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Ｂｅｌｌé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Ｋｅｉｓｅｒ ＆ 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２０） 实验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反事实理论也清晰地反映了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方法论争论的焦点。公共政
策因果效应评估关注的是利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测算公共政策Ｄ对于结果Ｙ的影
响，而政策评估研究关注政策对象的哪些特征（或者说哪些价值）。如何评估公
共政策的因果效应，则超出了因果效应评估的讨论范围，成为一个高度政治性
的过程，这样的评估便从技术阶段转入判断阶段与多元价值阶段。这恰恰体现
了因果效应评估在政策评估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只有基于科学客观的技术
评估结果，政策价值判断与多元价值的讨论才有意义。否则，政治博弈的过程
不但缺乏了事实基础，其结果更有可能南辕北辙。

四、公共政策因果效应的估计方法

在反事实框架下，政策因果效应评估就是对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的
估计，其中如何构建反事实是政策效应评估中的关键，即克服Ｅ ［Ｙ０，ｉ Ｄｉ ＝ １］
的不可观测性。本节将介绍公共政策因果效应的主要估计方法。在此之前，我
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即选择性偏误（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回忆一下，在没
有反事实框架之前，我们是如何估计政策因果效应的。最常见的做法是直接用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替代Ｅ ［Ｙ０，ｉ Ｄｉ ＝ １］，从而用观测效应（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Ｅｆｆｃｃｔｓ） Ｅ
［Ｙ１，ｉ Ｄｉ ＝ １］ － 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来估计ＡＴＴ。这样的做法便会带来选择性偏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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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实际上，观测效应可以分解为处理效应与选择性偏误两部分，即
Ｅ［Ｙ１，ｉ Ｄｉ ＝ １］－ Ｅ［Ｙ０，ｉ Ｄｉ ＝ ０］

观测效应 ＝
Ｅ［Ｙ１，ｉ Ｄｉ ＝ １］－ Ｅ［Ｙ０，ｉ Ｄｉ ＝ １］

ＡＴＴ

＋ Ｅ［Ｙ０，ｉ Ｄｉ ＝ １］－ Ｅ［Ｙ０，ｉ Ｄｉ ＝ ０］
选择性偏误

选择性偏误是处理组在不接受政策干预时的潜在结果与对照组结果的差异。
通过上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当选择性偏误不为零的时候，传统的政策评估研究
伴随着高估或者低估政策因果效应的风险。

那么如何消除选择性偏误呢？以数据获得的方式可以分为实验方法与准实
验方法。其中，最理想的情形是随机实验。当政策选择变量Ｄｉ与潜在结果变量
Ｙｉ相互独立时，Ｅ ［Ｙ０，ｉ Ｄ ＝ １］ － Ｅ ［Ｙ０，ｉ Ｄ ＝ ０ ＝ Ｅ ［Ｙ０，ｉ］ － Ｅ ［Ｙ０，ｉ］ ＝ ０。
换句话说，当个体是随机地接受政策干预时（或者称为完全随机政策实验），研
究人员可以直接用观测效应来估计政策的处理效应。退一步，如果存在一个协
变量Ｘ使得Ｄ与Ｙ相对于协变量Ｘ条件独立，可以局部地消除选择性偏误，
Ａｎｇｒｉｓｔ和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８）将其称为条件独立性假设（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ＩＡ）。ＣＩＡ成立时，即Ｅ ［Ｙ０，ｉ Ｄｉ ＝ １，Ｘｉ］ － 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Ｘｉ］
＝ ０，根据期望迭代定律，政策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通过局部政策处理效
应的期望来得到，即Ｅ ［Ｅ ［Ｙ１，ｉ Ｄｉ ＝ １，Ｘｉ］ － 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Ｘｉ］。ＣＩＡ最常
见的情形是随机受控实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在随机受控实验
中，决策者首先按照一定条件（即协变量Ｘ）对个体进行分组，然后在每组内
随机决定哪些个体进入实验。注意，此时不同个体进入实验（或者接受政策干
预）的概率不一定相同（区别于完全随机实验）。但是一旦两个个体属于同一分
组（即协变量Ｘ相等），其进入实验的概率便相同，因此ＣＩＡ成立。

无论是完全随机政策实验还是随机受控实验，研究人员均可以直接通过观
测效应来评估政策的因果效应。因此，政策实验被视为可信度最高的政策评估
研究方法①。但是，实验方法也有明显局限。首先，政策实验实施起来成本高，
时间长。政策实验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其次，技术上讲，对照组需要完
全不受政策作用，但实际上仍会存在政策的溢出效应、替代效应等问题。最后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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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Ｋｉｎｇ等人对墨西哥的全民医保政策组织了非常严谨的政策评估，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使
用社会实验方法进行了历时数年的评估，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覆盖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
其以随机分配为核心的政策评估可信度非常高，为全国层次的医疗卫生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和经纬，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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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不能轻易将其用作政策实施前的决策依据。此外，实
验本身伴随着风险，必然承受着社会压力，因此政府对待政策实验的态度是慎
之又慎的。

绝大部分政策评估研究中，我们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消除选择性偏误。政
策实践中，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并非通过随机委派的方式接受政策干
预。例如，多数情况下政策的实施是区域性的，区域中的个体会预测自己接受
政策干预时可能获得的净收益，进而通过迁移等反应来决定是否接受政策影响。
此时只能使用观测数据（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来估计政策的因果效应，使用观测数据
进行政策评估研究需要特别注意选择性偏误问题。研究人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开发出了一系列研究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统称为准实验（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方法。

准实验方法将政策实施视为一项“实验”，或通过为接受政策干预的处理组
寻找一个对照组，或运用其他数学方法来消除选择性偏误。简单来讲，可以将
准实验方法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ＣＩＡ的启发下，寻找对照组，包括匹配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和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第二类是工具变量方
法（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Ｖ）及其启发下的断点回归方法（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Ｄ）。不同的准实验方法各有利弊，例如工具变量方法虽然在数
学性质上清楚，但寻找工具变量确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运气”的事情。研究人
员需要根据实际的观测数据类型和政策情景选择合适的方法来进行政策评估研
究。在众多准实验方法中，匹配是最直观也是应用范围最广的方法，因此，本
文中我们将特别介绍当前主要使用的匹配方法的原理以及应用。

五、匹配方法的原理与应用

匹配方法是最直观且应用范围最广的准实验方法，已成为公共政策评估研
究的主要工具（Ａｕｔｉｏ ＆ Ｒａｎｎｉｋｋｏ，２０１６；Ｈｏｌｔ，２０１９；Ｒｏｓｈｏｌ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李
绍平等，２０１８；刁伟涛、任占尚，２０１９）。本节中我们先介绍匹配的一般思路，
然后分别介绍五种常见的匹配方法。所有匹配方法的理论假设都是ＣＩＡ，即
［Ｙ０，ｉ Ｄｉ ＝ １，Ｘｉ］－ 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Ｘｉ］ ＝ ０，此时ＡＴＴ ＝ Ｅ ［Ｅ ［Ｙ（１，ｉ） Ｄｉ ＝ １，Ｘｉ］
－ 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Ｘｉ］］，换句话说，当我们已知Ｘｉ 与Ｄｉ 的联合分布时，公共
政策的因果效应可以分两步进行估计。第一步，计算给定Ｘｉ时，处理组与对照
组的潜在结果差异；第二步，以Ｘｉ的概率为权重对上一步中得到的差异求平均，
这种方法称为基于协变量的匹配。这其中，第一步实际上就是选择可以互相比
较的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在一般意义上，匹配的基本原理在于找到与处理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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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程度“相似”（协变量意义上）的个体作为对照组。当处理组和对照组
分别具有足够的可观测变量时，其结果的差异就取决于是否接受政策干预。单
一协变量匹配如图６所示。

图６　 单一协变量的匹配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将协变量匹配的思想稍作推广便可以得到匹配方法的一般思路。匹配方法
主要部分均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计算个体之间（也可以是群体之间）的距
离（或者相似性），第二步是根据前面计算得到的距离，采取一定的配对方法进
行匹配。当然在完成匹配后需要检查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性（样本平衡
性），如果满足预先设定的目标，即完成匹配；若没有完成，需要重新回到第一
步开始匹配。目前，应用较多的计算距离的方法有四种：协变量、马氏距离、
倾向值距离和信息熵增量，配对方法则可以分为完全配对、区间配对、最邻近
配对、卡钳配对、局部平均回归和整体权重配对六种。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
将主要匹配方法归类如下（见表４）。

表４　 主要匹配方法的比较

匹配方法 距离算法 配对方案 优势 劣势

协变量匹配 协变量 完全配对 确保ＣＩＡ成立 局限于离散变量、
依赖样本数量

粗糙完全匹配 协变量 区间配对 适用连续变量 依赖样本数量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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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方法 距离算法 配对方案 优势 劣势

马氏距离匹配 马氏
距离

区间配对、最邻近配对／
卡钳配对 匹配率高 无法确保ＣＩＡ成立

倾向值匹配 倾向值
距离

区间配对、最邻近配对／
卡钳配对、局部平均回归
整体权重、配对

确保ＣＩＡ 成
立、匹配率高 模型依赖性强

熵平衡匹配 信息
熵增量 最邻近配对 确保样本平衡 理论不清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协变量匹配（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ＶＭ）

如前文所述，从ＣＩＡ框架出发，协变量匹配是最平凡的匹配方法。协变量
匹配使用协变量的联合分布作为距离计算的基准，个体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个取
值０或者＋ ∞，即个体ｉ和ｊ的距离定义为：

ｄ （ｉ，ｊ） ＝ ０，当Ｘｉ ＝ Ｘｊ时
＋ ∞，当Ｘｉ≠Ｘｊ{ 时

式中Ｘｉ为样本ｉ的协变量。当ｄ （ｉ，ｊ）为０的时候，ｉ与ｊ被匹配在一组。其
实，协变量匹配法会将所有协变量相等的个体归为一组，最后根据Ｅ ［Ｅ ［Ｙ１，ｉ Ｄｉ ＝
１，Ｘｉ］ － Ｅ ［Ｙ０，ｉ Ｄｉ ＝ ０，Ｘｉ］］来计算平均处理效应。Ａｎｇｒｉｓｔ （１９９８）在研究
服兵役对收入的影响时曾使用服役申请人的出生年份、受教育水平以及服役考
试的分数作为协变量进行匹配，解决了本来存在的正向选择性偏误问题。国内
研究中，胡吉祥等（２０１１）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
据，从盈利、效率、投资三个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公开上市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作者发现公开上市的企业绩效，在上市之前表现就相对较好。直接对比公
开上市和未公开上市的企业绩效，会导致对结果估计的偏差。并且，政府选择
上市企业时具有倾向性，导致国有企业上市的选择并非随机。因此，作者使用
了企业在上市前的盈利、杠杆率、规模、行业和区域特征等协变量为上市企业
匹配了在上市前特征相近的对照组，来减少选择性偏误。研究发现，公开上市
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平、运营效率和投资能力。

基于协变量的匹配方法，优点在于思想简单直接。但是其适用场景受限，
存在两个局限性。一是仅适用于离散变量的情形，二是随着协变量的增多，匹
配成功的样本比例会迅速降低，设想存在ｎ个二值协变量，那么观测值会被分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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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２ ｎ组，当ｎ非常大时，很难成功匹配处理组与对照组。

（二）粗糙完全匹配（Ｃｏａｒｓｅｎｅｄ Ｅｘａｃ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ＥＭ）

Ｉａｃｕｓ等（２０１２）提出的粗糙完全匹配是协变量匹配的一种变体。ＣＥＭ的基
本思路是将连续变量根据其分布切割成为若干区间，从而与离散变量一起将协
变量空间分成若干栅格（Ｓｔｒａｔａ）。每个个体唯一落在其中一个栅格内，落在同
一个栅格内的个体间距离定义为０，否则为＋ ∞。最后，采用完全匹配的策略，
仅保留同时包含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栅格①。

史冬波（２０１６）在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评估中应用了ＣＥＭ方法，研
究使用科学家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国家、年龄、性别、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获得课题经费数量、所在机构的学科经费占比、发表论文数量与被引数量作
为协变量，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科学家中选取获得杰青基金科
学家的对照组，有效解决了选择性偏误问题。刘玮辰等（２０２０）使用ＣＥＭ方法
研究了青年科学家的跨国流动对知识扩散的影响。ＣＥＭ的过程分为两步。第一
步，作者为回国的青年科学家匹配了来自同一博士院校、同一专业、毕业年份
相近但没有回国的科学家作为对照组。第二步，作者在回国前的发文数量、回
国前加权期刊影响因子的发文数量、回国前第一作者发文数量和最后作者发文
数量四个协变量上进行匹配，将连续变量切成不同区间，保留了在同一格子内
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作为最后的样本进入实验。研究发现，中国青年科学家的跨
国流动对其知识扩散有正向作用。

ＣＥＭ通过连续变量离散化克服了协变量匹配的第一个缺陷，同时有效降低
了干预效果对于模型的依赖性（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这使得ＣＥＭ的适用范
围更广。ＣＥＭ中，栅格划分越细，匹配越精确，但是栅格数量也越多，从而对
样本量依赖越大。ＣＥＭ通过灵活的栅格宽度选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样本量
的依赖，但是其匹配成功率依然很低，对样本量的依赖依然很大。

（三）马氏距离匹配（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ＭＭ）

马氏距离匹配是利用马氏距离的匹配方法（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０）。马氏距离是印
度学者马哈拉诺比斯（Ｐ Ｃ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提出的计算ｎ维空间中两个点的协方
差距离。首先计算处理组个体ｉ与对照组个体ｊ之间的马氏距离ｄ （ｉ，ｊ）可用下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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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一个处理单元的权重是１，每一个控制单元的权重等于将其层级中的处理单元的数
量除以同一层级控制单元的数量，然后标准化。这样权重加总等于全部匹配的样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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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公式计算：
ｄ（ｉ，ｊ）＝ （Ｘｉ － Ｘｊ）ＴＣ － １ （Ｘｉ － Ｘｊ）

式中，Ｘｉ和Ｘｊ分别表示ｉ和ｊ的协变量，Ｃ是总体的协方差矩阵。两组个体
间的马氏距离越小，则表示两组个体越相似，协变量之间的分布越均衡，匹配
的效果越好，从而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马氏距离将高维空间的两个样本点之
间的距离降维成一个单维距离。然后，可以采用最邻近匹配（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和卡钳匹配（Ｃａｌｉｐｅ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的方法来寻找对照组。最邻近匹配指
先将处理组的研究对象随机排序，然后从处理组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开始，为其
在对照组寻找一个马氏距离最小的个体作为匹配对象，直到所有处理组均在对
照组找到匹配对象。卡钳匹配是指在最邻近匹配的基础上，设定一个卡钳值，
只有当不同组间个体的倾向性评分值之差小于或等于卡钳值时才允许匹配。卡
钳匹配保证了匹配的差异不会太大，同时也会减小匹配成功的比例，损失更多
的样本信息。

马氏距离匹配成功解决了协变量匹配的两个问题。杨德斌（２０１６）在探析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真实绩效问题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马氏距离
匹配方法为具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企业寻找对照组，作者使用的协变量是包括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规模、资本密度和企业所属行业，这些都会显著影响企
业是否进行跨国并购。马氏距离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协变量维度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从而减少了选择性偏误。研究发现，跨国并购显著提升了工业企
业生产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升作用愈发明显。王孝松等（２０２０）从厂
商层面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对其遭遇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影响。对于每一个遭遇反
倾销诉讼的出口企业，作者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方法筛选出了同年在该行业中未
遭遇反倾销诉讼的出口企业作为对照组。作者选取了企业规模、融资能力、盈
利水平、出口交货值和中间投入五个指标作为匹配变量。匹配后，减少了选择
性偏误。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是中国厂商面临反倾销诉讼的主要影响因素，
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容易在国际市场遭遇反倾销诉讼。

马氏距离匹配的优势在于匹配率高，应用范围广泛。相比于倾向值匹配，
它的运算更简便。但是从理论上来看，是否两个马氏距离相近的样本点一定可
以匹配却没有定论。换句话说，无法证明当Ｘ满足ＣＩＡ时，Ｍ（Ｘ）也满足ＣＩＡ，
这使得马氏距离匹配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具有更强的便利性，但却是以损失理论
完备性为代价的。

（四）倾向值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

倾向值匹配使用倾向值作为距离计算标准，是另一种将高维协变量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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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距离的匹配方法。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在１９８３提出ＰＳＭ方法，并
证明了著名的倾向值定理，即如果协变量Ｘ能使得条件独立假设成立，那么协
变量倾向值函数ｐ （Ｘｉ） ＝ ｐ （Ｄｉ ＝ １ Ｘｉ）也能保证条件独立假设成立。倾向值
定理保证了ＰＳＭ与ＣＶＭ在数学上完全等价，并且成功克服了ＣＶＭ的两个局限，
这使得ＰＳＭ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匹配方法。实际操作中，ＰＳＭ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当确定研究人员了解处理组的选择机制时，可以直接得到真实的倾向值计算
个体间距离；另一种情况是处理组的选择机制并不确定，那么就需要研究人员
首先通过Ｌｏｇｉｔ回归估计实验选择机制，并以估计的倾向值（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代替真实的倾向值计算个体间距离。在计算出距离后，可以利用最邻近
匹配和卡钳匹配进行配对，也可以利用局部线性回归进行配对。后者是利用倾
向值的核密度函数（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作为倾向值概率分布密度函数的估计，选
取某个宽度阈值来定义处理组个体的局部区间，然后将区间内的处理组与对照
组进行加权线性回归来计算局部的处理效应，即Ｅ^［Ｙ（０）］ Ｄ ＝ １］ ＝

∑｛ｉ｜ Ｄ ＝ ０｝Ｙｉｄｉ

∑｛ｉ｜ Ｄ ＝ ０｝ｄｉ
。其中，对照组中的每一个个体则被赋予权重为ｄｉ ＝ ｐ^（ｘｉ）

１ － ｐ^（ｘｉ）
，

并通过ｐｒｏｂｉｔ或ｌｏｇｉｔ回归计算出ｐ^（ｘｉ）为个体ｉ的倾向值①。
ＰＳＭ方法作为评估政策效应的有效工具，被应用于多个政策评估领域。国

外有大量研究广泛应用ＰＳＭ进行政策和项目评估，如Ｈｅｃｋｍａｎ等人（１９９７）运
用ＰＳＭ方法对一项就业培训项目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来自于不可
观测因素的选择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只占误差的很小部分。Ｇｉｌｌｉｇａｎ 和
Ｈｏｄｄｉｎｏｔｔ （２００７）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实施的应急食品救援政策进行了效应评估。
在国内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倾向值匹配是常用方法。李彰（２０１７）评估了
８６３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中，资助对象的选择并非随机。
政府很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即使未获得政府资助也有较大概率成功的项目或企
业，从而导致高估资助效果。直接比较受资助企业和未受资助企业在创新产出
上的差异，会带来选择性偏误。作者采用了ＰＳＭＤＩＤ来估计政策的平均处理效
应。具体的操作步骤，首先选取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本密集
度、营业利润率等变量作为匹配的协变量，通过ｌｏｇｉｔ回归估计了企业获得８６３
计划资助的倾向值；然后采用二次核匹配把倾向值相近的企业进行匹配来控制
企业资质的差异，匹配范围仅限于满足共同取值假定的样本企业；随后对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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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操作中ｌｏｇｉｔ与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结果一般不会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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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筛选，剔除倾向值过高的样本，保证匹配后各协变量组间无差异，确定对
照组样本；最后计算对照组样本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并计算出干预效应ＡＴＴ。
研究发现，８６３计划的资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倾向值匹配是目前政策评估研究中的主要匹配方法。当我们对那些影响干
预变量的其他混淆变量具有清楚的理论支持时，或对需要纳入模型中的混淆变
量有清楚的认识时，倾向值匹配比较适用。但是，ＰＳＭ在应用中仍存在一些挑
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模型依赖性。在实际评估中，倾向值往往是不清楚的，
研究人员需要首先估计倾向值，这就造成ＰＳＭ的效果对其估计模型的选择极其
敏感（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形成客观的标准。

（五）熵平衡匹配（Ｅｎｔｒｏｐｙ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ＢＭ）

熵平衡匹配是一种另辟蹊径，以信息熵增量为距离进行整体匹配的思路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熵平衡采用了与其他匹配方法相反的思路。ＣＶＭ、
ＣＥＭ、ＭＭＭ、ＰＳＭ等方法是首先匹配个体，再检验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衡性，
最后根据平衡表调整匹配，例如调整ＣＥＭ的区间长度或者修正倾向值估计中的
模型。ＥＢＭ则在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矩相等的情况下，优化对照组个体的权重。
不同权重赋值的对照组可以看成是一组新的对照组，以信息熵增量作为处理组
与对照组的距离，最后选择熵增量最小的一组权重作为匹配结果，来估算反事

实项，即Ｅ^［Ｙ（０） Ｄ ＝ １］＝ ∑｛ｉ｜ Ｄ ＝ ０｝Ｙｉｗｉ

∑｛ｉ｜ Ｄ ＝ ０｝ｗｉ
，其中ｗｉ为对照组样本权重。

近几年熵平衡匹配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其基本步骤是：首先对可能
导致偏误的特征变量设定一系列矩条件，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数据进行平衡，获
得相应的权重，之后再利用该权重进行加权后的回归分析。Ｔｒｕｅｘ （２０１４）在关
于企业高管成为人大代表为企业带来附加收益的研究中，利用熵平衡方法构建
了一个中国企业的加权投资组合，使之与全国人大代表为主管的企业在财务特
征方面相匹配。通过加权固定效应分析，全国人大的一个席位会带来相应的收
益回报，证实了威权政治理论的假设。马恩和王有强（２０１９）采用熵平衡匹配
方法，结合双重查分模型对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即企业
进入开发区后创新绩效的变化。然而，企业是否进入开发区，并非是随机的，
存在选择性偏误。一方面，地方政府会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对一些企业或产
业重点扶持；另一方面，企业会权衡开发区的条件，从而作出是否进入开发区
的决策。作者选取了不在开发区的企业作为对照组，选取了企业年龄、企业规
模、出口、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等协变量进行匹配。用熵平衡计算出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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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进行加权。熵平衡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年份前的企业平均创新
绩效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确保得到了两组平衡的数据。研究发现，开发区政
策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相比于其他匹配方式，熵平衡匹配在样本特征的平衡、样本信息的保留以
及提高计算速度方面都有其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理论上并不确定
熵平衡的样本是否满足ＣＩＡ条件，另外，当处理组与对照组总体的差异过大，
或者对照组中的极端情况过多时，熵平衡则难以得到有效解。

总的来讲，匹配方法是当前基于反事实思想用于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主要
方法，在使数据平衡的过程中，不同的匹配方法展现出了各自的优势和适用场
景。归纳来讲，这类问题的一个共性特点是我们要估计一个二分型变量对于另
外一个变量的因果效应（胡安宁，２０１２）。因此，匹配方法从性质和目标上来讲
具有一致性，即为了控制和消除选择性偏误，将各个协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
之间达到数据平衡的状态。

六、针对匹配方法的讨论

匹配方法是若干种消除选择性偏误的方法中思想最朴素的，通过寻找与处
理组最接近的对照组来进行因果推断。因此，匹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大
规模的应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是容易被研究人员
忽略的，例如匹配方法的适应性、条件独立假设的稳健性以及样本的依赖性等。
下面我们将逐一讨论匹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匹配方法的适用性

匹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除选择性偏误？这是关乎匹配方法适用性的
关键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实验是因果识别的理想选择（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５１），也是
检验准实验方法适用性的黄金准则。自Ｌａｌｏｎｄｅ （１９８６）起，使用实验数据来评
估非实验估计量成为基点，Ｄｅｈｅｊｉａ和Ｗａｈｂａ （２００２）将倾向值匹配方法的估计
结果与Ｌａｌｏｎｄｅ （１９８６）使用的实验数据进行了比较后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从而使研究人员对匹配方法的信心大幅提升。然而好景不长，Ｓｍｉｔｈ和
Ｔｏｄｄ （２００５）使用同样的数据证实Ｄｅｈｅｊｉａ和Ｗａｈｂａ （２００２）的结论仅仅是一个
巧合，ＰＳＭ方法并不能估计出准确的因果效应。理论上，匹配方法的适用性依
赖于条件独立性假设，匹配方法仅仅可以消除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偏误，而不能
消除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偏误。当存在遗漏变量时，匹配法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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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匹配和回归的关系

线性回归是最常用的定量方法，那么回归与匹配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证明，
当条件独立性假设（ＣＩＡ）成立，线性回归的系数也是对政策因果效应的无偏估
计。此时可以证明，线性回归也可以看成是针对局部因果效应的一个加权平均。
在这个意义上，回归与匹配是等价的。但是，回归最主要的缺陷是对于处理组
和对照组之间的不平衡没有很好的检测，常常对观测数据外推。而匹配恰好解
决了这个问题。

（三）匹配方法对样本数量的要求

这是匹配方法最大的局限之一，在数据量较少或者协变量较多的情况下，
会存在所谓的“维度诅咒”问题。即基于协变量的匹配会造成样本数量骤减，
无法满足匹配条件，给因果推断的准确性带来极大挑战。同时，基于协变量的
匹配面临计算上的困难。

（四）是否允许放回

这是匹配法实际操作中涉及的问题。允许放回是指对照组的个体成功匹配
后仍可以放回参与下一次的匹配。如果允许放回，可提高匹配成功率。但允许
放回会导致匹配后的数据集中包含重复的研究对象，重复出现的个体会对因果
推断有更大影响，降低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不存在个体
重复率过高的问题时，放回与否对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当然如果在样本数量
足够的情况下，一般采取不放回匹配。

七、总结

本文从因果推断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反事实理论框架，
比较了不同估计方法的差异，特别是深入讨论匹配方法的理论与应用，为公共
政策评估研究方法论体系化做了初步尝试。

匹配方法与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断点回归一起构成了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的准实验方法。准实验方法在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具有显著优势（Ｇｒａｎｔ ＆
Ｗａｌｌ，２００９）。首先，当无法进行随机分组或违背伦理时，准实验可以有效地
增强因果推论。其次，准实验可以尽可能降低伤害、不公平、欺骗等引发的
道德困境。最后，准实验有利于促进研究人员与实践者的合作等。但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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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在其应用的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困境和挑战（王思琦，２０１８）。例
如，本文提到的倾向值匹配方法虽然解决了传统协变量匹配的困境，但对于
样本量大小要求较高，匹配过程仍是基于可观察的协变量进行，难以控制不
可观察因素的影响。

与准实验方法相对应的是实验法。实验法是揭示因果关系的新方法。实验
法的控制、随机性、操控等特征可以最大程度地有助于得到“纯粹”的因果关
系。从数据收集方式来讲，实验法具有三项显著优势（耿曙等，２０１６）。其一，
实验方法能够有效控制干扰因素的影响，得到纯粹的因果关系。并且，也便于
将实验过程在不同情境、不同实验对象中进行重复研究。其二，从数据收集的
成本来讲，实验方法更容易获得质量较高的微观数据用于观察个体行为，比大
规模调查访谈更节省人力时间成本。其三，小规模的实验方法相较于大规模调
查研究更有助于减少测量误差，强化测量的信度与效度。实验法的科学性和严
谨性推动了研究者们在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不断尝试并初有成效，对于方法论
的探讨和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并推广，实验法在公共政策和管理领域的应用也已
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公共政策研究，将是未来公共政策
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是，实验方法在运用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
实验研究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领域备受争议；另一
方面，实验方法在个体层面更易于操作，但上升到团队、组织以及政策、制度
甚至包括国家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则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和推广。

在中国场景中，大量的政策创新、变革和实验，都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实验研究场域和话题（马亮，２０１７），基于因果推断的政策
评估研究将大有作为。近年来，在卫生与教育政策（Ｇｌｅｗｗ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Ｌｕ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５；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杨钋、徐颖，２０１７）、科技政策（李彰，
２０１７；刘玮辰等，２０２０；吴翌琳、黄筝２０１８）、社会政策（罗仁福等，２０１３；
齐良书、赵俊超，２０１０；王增文、邓大松，２０１２）与劳工政策（郝明松，２０２０；
周茂等，２０１９）等领域，我国学者都开始使用因果推断的方法来进行政策评估
研究，提高了国内政策评估研究的可信度，以更具融合性与创新性的视野推动
政策评估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本土化建构，以更加开放多元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
事，向世界传播中国政策经验。

但是，在中国场景中开展基于因果推断的政策评估研究仍然面临不少制约。
首先，我国政府相关数据的开放程度不足，数据可获得性较差，直接制约了政
策评估研究的开展。其次，我国的公共政策繁多，在评估单一政策的效应时难
以剥离其他政策的影响。再次，条块分割的治理结构导致政策在地方落实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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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很大的差异性，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方行动者带有的主观因素及行政干预因
素致使评估研究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建构性（张晓丰、赵峰，２０１２）。最后，也
是最重要的，从研究主体来看，没有经过严谨的研究方法训练的研究者仍然占
据多数，国内学界对基于反事实框架的政策评估研究方法了解还不够深入，具
体使用中存在误用。要克服上述制约，需要公共管理学者对政策研究的方法论
体系化做出更多研究。虽然相关的方法论讨论仍然有限，但毋庸置疑，随着反
事实框架和因果推断在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逐渐得到认可与运用，有关其方法
论的研究与讨论，势必发展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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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ｓ Ｓｅｇｕｒ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ｅ Ｓａｌｕｄ，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８：
１６１ － １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安宁（２０１２）． 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 社会学研究，１：２２１ － ２４２．
Ｈｕ，Ａ． Ｎ． （２０１２）．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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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２１ － ２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吉祥、童英、陈玉宇（２０１１）． 国有企业上市对绩效的影响：一种处理效应方法． 经济学（季

刊），１０（０３）：９６５ － ９８８．
Ｈｕ，Ｊ． Ｘ． ，Ｔｏｎｇ，Ｙ． ＆ Ｃｈｅｎ，Ｙ． Ｙ． （２０１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０（０３）：
９６５ － ９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绍平、李帆、董永庆（２０１８）．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政策效应评估：基于ＰＳＭ － ＤＩＤ方法
的检验． 改革，２９８（１２）：１４２ － １５５．
Ｌｉ，Ｓ． Ｐ． ，Ｌ． Ｆ． ＆ Ｄｏｎｇ，Ｙ． Ｑ．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Ａｒｅａｓ：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ＳＭ － 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ｆｏｒｍ，２９８（１２）：１４２ － １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彰（２０１７）． 科技计划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评估：基于８６３计划的实证研究． 公共管理评论，
１：３９ － ５４．
Ｌｉ，Ｚ． （２０１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Ｒ ＆ 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８６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９ － 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骥、张玲、陈子恪（２０１１）． 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
方法论尝试． 公共行政评论，４：５０ － ８４．
Ｌｉｕ，Ｊ． ，Ｚｈａｎｇ，Ｌ． ＆ Ｃｈｅｎ，Ｚ． Ｋ． （２０１１）． Ｗ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５０ － 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玮辰、郭俊华、史冬波（２０２０）． 科学家跨国流动促进了知识扩散吗？———基于青年千人的
实证分析． 图书情报知识，２：３２ － ４１．
Ｌｉｕ，Ｗ． Ｃ． ，Ｇｕｏ，Ｊ． Ｈ． ＆ Ｓｈｉ，Ｄ． Ｂ．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Ｐｌ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３２ － 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罗仁福、张林秀、王晓兵、易红梅、史耀疆（２０１３）． 家长健康信息干预对贫困农村学生贫血
的影响． 中国学校卫生，２：２２５ － ２２７．
Ｌｕｏ，Ｒ． Ｆ． ，Ｚｈａｎｇ，Ｌ． Ｘ． ，Ｗａｎｇ，Ｘ． Ｂ． ，Ｙｉ，Ｈ． Ｍ． ＆ Ｓｈｉ，Ｙ． Ｊ．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ａｅｍｉａ ｉ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３４（２）：２２５ － ２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恩、王有强（２０１９）． 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以我国开发区政策为例．
科技管理研究，１１：３５ － ４２．
Ｍａ，Ｅ． ＆ Ｗａｎｇ，Ｙ． Ｑ． （２０１９）． Ｄｏｅｓ 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３５ － 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亮（２０１７）． 实证公共管理研究日趋量化：因应与调适． 学海，５：１９４ － ２０１．
Ｍａ， Ｌ． （２０１７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５：１９４ － ２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齐良书、赵俊超（２０１２）． 营养干预与贫困地区寄宿生人力资本发展———基于对照实验项目的
研究． 管理世界，２：５２ － ６１．
Ｑｉ，Ｌ． Ｓ． ＆ Ｚｈａｏ，Ｊ． Ｃ． （２０１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ｏａ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Ａｒｅａ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２：５２ －
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史冬波（２０１６）． 科研资助与科研产出：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学位论文）． 北京：清华大学．
Ｓｈｉ，Ｄ． Ｂ． （２０１６ ）．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ｐ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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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ｋ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思琦（２０１８）． 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中的实地实验：因果推断与影响评估的视角． 公共行政

评论，１：８７ － １０７．
Ｗａｎｇ，Ｓ． Ｑ． （２０１８）．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８７ － １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孝松、林发勤、李
!

（２０２０）． 企业生产率与贸易壁垒———来自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微观
证据． 管理世界，３６（０９）：５４ － ６７．
Ｗａｎｇ，Ｘ． Ｓ．，Ｌｉｎ，Ｆ． Ｑ． ＆ Ｌｉ，Ｌ． （２０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３６（０９）：５４ － 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增文、邓大松（２０１２）． 倾向度匹配、救助依赖与瞄准机制———基于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效应
的经验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９（２）：８３ － ８８．
Ｗａｎｇ，Ｚ． Ｗ． ＆ Ｄｅｎｇ，Ｄ． Ｓ． （２０１２）．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ｉ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９（２）：８３ － 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翌琳、黄筝（２０１８）．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创业政策实证研究———以财税政策评估为例．
宏观经济研究，９：１２３ － １３８．
Ｗｕ，Ｙ． Ｌ． ＆ Ｈ， Ｚ． （２０１８）．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Ｔａｋｉｎｇ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１２３ － １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德彬（２０１６）． 跨国并购提高了中国企业生产率吗？———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国
际贸易问题，４：１６６ － １７６．
Ｙａｎｇ，Ｄ． Ｂ． （２０１６）． Ｄｏ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 ＆ Ａｓ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４：１６６ － １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钋、徐颖（２０１７）． 数字鸿沟与家庭教育投资不平等．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１５（４）：１２６ － １５４．
Ｙａｎｇ，Ｐ． ＆ Ｘｕ，Ｙ． （２０１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４）：１２６ － １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晓丰、赵峰（２０１２）． 科技政策评估的方法论体系及相关性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１ － ６．
Ｚｈａｎｇ，Ｘ． Ｆ． ＆ Ｚｈａｏ， Ｆ． （２０１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１ － 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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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６（３）：６０８ － ６４２．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Ｄ． ＆ Ｓｍｉｔｈ，Ｖ． （２００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７）：１ － ２５．

Ｋｅｉｓｅｒ，Ｌ． Ｒ． ＆ Ｍｉｌｌｅｒ，Ｓ． Ｍ． （２０２０）． Ｄｏ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８０
（１）：１３７ － １５０．

Ｋｉｎｇ，Ｇ． ，Ｎｉｅｌｓｅｎ，Ｒ． ，Ｃｏｂｅｒｌｅｙ，Ｃ． ，Ｐｏｐｅ，Ｊ． Ｅ． ＆ Ｗｅｌｌｓ，Ａ． （２０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ＬａＬｏｎｄｅ，Ｒ． Ｊ． （１９８６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７６（４）：６０４ － ６２０．

Ｌｅｍｉｅｕｘ，Ｔ． ＆ Ｍｉｌｌｉｇａｎ， Ｋ． （２００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４２（２）：８０７ － ８２８．

Ｌｕ，Ｆ．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 Ｌ． （２０１５）．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３（１）：９１ － １２２．

Ｌｕｏ，Ｒ． ，Ｍｉｌｌｅｒ，Ｇ． ，Ｒｏｚｅｌｌｅ，Ｓ． ，Ｓｙｌｖｉａ，Ｓ． ＆ ＶｅｒａＨｅｒｎｎｄｅｚ，Ｍ． （２０１５）． Ｃａｎ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Ｂｅ Ｐａｉｄ Ｌｉｋｅ ＣＥＯｓ？Ｓｃｈｏｏ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ｅｍｉ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ｗ２１３０２．

Ｍｅｙｅｒ，Ｂ． Ｄ． （１９９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３（２）：１５１ － １６１．

Ｍｏｆｆｉｔｔ，Ｒ． （１９９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３）：
２９１ － ３１４． 　

Ｍｏｒｇａｎ，Ｓ． Ｌ． ＆ Ｗｉｎｓｈｉｐ，Ｃ． （２０１５）．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ｙｅｒｓｏｎ，Ｒ． Ｍ． ，ＴｕｃｋｅｒＳｅｅｌｅｙ，Ｒ． Ｄ． ，Ｇｏｌｄｍａｎ，Ｄ． Ｐ． ＆ Ｌａｋｄａｗａｌｌａ，Ｄ． Ｎ． （２０２０）． Ｄｏ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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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９（３）：５７７ － ６０４．
Ｏｋｕｉ，Ｒ．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５１（１）：１ － ６．
Ｏｌｓｅｎ，Ａ． Ｌ． （２０１５）．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７５（３）：４６９ － ４７８．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Ｃｉｍｐｉａｎ，Ｊ． Ｐ．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Ｋ． Ｄ．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ｓｔ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５（２）：２７９ － ３０５．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Ｐ． Ｒ． ＆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７０（１）：４１ － ５５．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Ｐ． Ｒ． ＆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８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
３９（１）：３３ － ３８． 　

Ｒｏｓｈｏｌｍ，Ｍ．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Ｍ． Ｂ． ＆ Ｓｖａｒｅｒ，Ｍ． （２０１９）．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ｆｒｏｍ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４（５）：ｅ０２１６２００．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７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９（１）：１８５ － ２０３．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７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６６（５）：６８８ － ７０１．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７６）．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６３（３）：５８１ － ５９２．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９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２７（８Ｐａｒｔ２）：７５７ － ７６３．
Ｒｕｂｉｎ，Ｄ． Ｂ． （１９８０）．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７５（３７１）：５９１ － ５９３．
Ｓｃｏｔｔ，Ｔ． （２０１５）． Ｄｏｅ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４（３）：５３７ － ５６６．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Ｓ． （２０１８）． Ｅｘｉｔ，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８（１）：
５０ － ６６． 　

Ｓｍｉｔｈ，Ｊ． Ａ． ＆ Ｔｏｄｄ，Ｐ． Ｅ． （２００５）． Ｄｏｅ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ＬａＬｏｎｄｅ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Ｎ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２５（１ － ２）：３０５ － ３５３．

Ｔｈｅｉｌ，Ｈ． （１９５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

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Ｄ． Ｌ．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Ｄ． Ｔ． （１９６０）．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 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１（６）：３０９ － ３１７．

Ｔｒｕｅｘ，Ｒ．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ａ “Ｒｕｂｂｅｒ Ｓｔａｍｐ”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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